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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郡记”考论
———从“郡守问士”说起
林昌丈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
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
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
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
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
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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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二》“地理记”篇叙曰:
“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
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1］
姚振宗说道:“陆、任二家所集，但依其先后远近，编而为部，有如今之丛书，重复互见，时所恒有。
后人钞节其书，省并复重，故有上三家《书钞》，而失注钞撰者姓名耳。”［2］则早在齐梁时期，地记
(地理书)经历一个文献整理的过程。后世类书如《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和《太平御
览》等引用的汉魏六朝地记，应以陆澄、任昉收录在《地理书》《地记》中为主。然而，也正是在重
新整理和诸种类书节引条文的过程中，汉魏六朝地记的原貌很有可能被打乱。加上地记的基本
亡佚、名目繁多和存世佚文分散零乱，使得我们对其体例和内容，仍旧无以详知。
正因为此，首要的工作便是从文献学、目录学等方面对地记进行辑佚、考辨与整理。就研
究层面而言，作为地理典籍、方志与古代地理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汉魏六朝地记在历史地理
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3］也有学者或考察汉魏六朝地记的前后演变过程，或分析地记兴盛
的原因及地记书写方式的文学化色彩，或考订地记的断代与流传问题，［4］深化了对汉魏六朝
地记的研究。然而，受到史料缺乏的制约，有关汉魏六朝地记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少
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比如，地记的资料来源、编纂地记的目的、上计制度对地记编纂的影响
等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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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随着汉晋上计簿书的出土和刊布①，上计制度的相关研究推陈出新。与此同时，学
界利用这批新出资料业已对上计簿书和地记、杂传的关系展开讨论。［5］本文正是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传世地记佚文和新出上计文书资料，从制度施行和“郡记”编纂的角度，梳理“郡记”的资
料来源，阐述“郡记”编纂的行政功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的“郡记”，指的是官方编纂的汉魏
六朝地记，并不包括“异物志”和私人著述的地记。这一类型的地记，是为适应于汉魏六朝时期郡
级政区而产生的官方行政文本。下面先从“郡守问士”这一问对环节开始谈起。
一、“郡守问士”
所谓“郡守问士”，是指太守向当地士人咨询有关郡内众事和一郡先贤名士。与一般名士间的
谈论不同，这是太守了解一郡诸种事务的方式之一。那么，“郡守问士”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呢?
存世有关“郡守问士”的记载非常少见，典型的例子是孙吴时期会稽太守濮阳兴和山阴朱育的
问对。晋人虞预《会稽典录》载孙吴太平三年(258)濮阳兴于正旦宴见掾吏(史)，问士于门下书佐
朱育曰:“太守昔闻朱颍川问士于郑召公，韩吴郡问士于刘圣博，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尝见郑、刘
二答而未睹仲翔对也。钦闻国贤，思睹盛美有日矣，书佐宁识之乎?”［6］濮阳兴的提问涉及了“郡
守问士”的三则例子。其中郑召公、刘圣博的对答今已无考，然在当时应是名对，同时问对内容形
成文字，想必应有文本可供流传，故濮阳兴才能见到这些问对。颇为幸运的是，正是濮阳兴与朱育
在对谈中涉及到会稽太守王朗(字景兴)与郡功曹虞翻(字仲翔)的问对，使得内容保存在《会稽典
录》中而得以存世。接下来具体分析王、虞问对。
在王朗与虞翻的问对中，虞翻首先答道:“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
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
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7］这是虞翻对会稽郡所处的天文、地理位置及其得名、
物产的总概。类似虞翻这样的表达，还见于西晋陆云答复车永关于会稽郡鄮县“土地之宜”的书信
中。陆云的答信，也是以对鄮县地理、交通位置的概说开始:“县去郡治，不出三日，直东而出，水陆
并通。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汜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
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8］陆云为吴郡士人，对邻郡会稽当然有不少的了解，但
其书信中更多有关会稽鄮县的地理、土产与风俗等知识决非死记硬背、熟烂于心就能做到。陆云在
信中说道:“非徒浮言华艳而已，皆有实征也。”所谓“实征”，很有可能是会稽郡鄮县的一些文本材
料。由此进一步揣测，虞翻、陆云二人在问对或者答信中应当参考了地方郡县的相关资料。这一点
值得引起注意。
重新回到虞翻的答话上来。他接着重点回顾了会稽郡自越国以来的先贤士女。这也正是“郡
守问士”的主旨。细致观察发现，虞翻所举的会稽人物，集中在会稽郡治山阴及其周边的县邑，稍
及乌伤、章安二县，这与当时会稽郡内各地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引述完王朗与虞
翻的问对后，朱育便开始补充汉末三国前期的会稽先贤，如骆统、贺齐与阚泽等人物。然而，濮阳兴
与朱育的问对并未就此结束，濮阳兴进一步问道:“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
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9］谈话内容进一步延伸到会稽郡的建置与吴、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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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晋上计簿书指的是尹湾西汉东海郡集簿、郴州西晋上计简文和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国计簿”。请分别参
阅: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
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 8 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 年;宋少华、张春龙等
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长沙:岳麓书社，2013 年。关于郴州晋简的复原研究，还可参见孔祥军:《西晋上计簿
书复原与相关历史研究———以湖南郴州苏仙桥出土晋简为中心》，董劭伟主编:《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
1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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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问题。综上所述可知，“郡守问士”的内容以郡内先贤士女为重点，兼及一郡的地理位置、得名
与改易、置废等情况。对于郡守关注一郡的得名及其政区沿革，武陵《先贤传》载武陵太守赵厥与
郡主簿潘京的问对就非常典型:“晋代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
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传》曰“止戈为
武，高平曰陵”，于是改名焉。’”［10］潘京对武陵郡得名的解释非凭空捏造，应是承袭乡邦先贤的说
法。这背后涉及到地理知识的传承过程以及地名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意义。
除上引王朗与虞翻、濮阳兴与朱育的问对外，广汉太守夏侯纂与功曹古朴、广汉秦宓亦有一番
问答。谈论发生于刘备入据益州初期，地点在秦宓的宅舍，并非正旦郡守晏见掾史的正式场合。夏
侯纂询问功曹古朴曰:“不知士人何如余州也?”古朴以益州严君平、扬雄与司马相如作答。然秦宓
觉得古朴的回答不能尽意，便云:“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
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11］
回答内容主要涉及大江的发源地、大禹及治水事迹和三皇在蜀地的活动，对蜀地颇有夸耀溢美的成
分。倘若抛开此点不论，这些内容与《蜀王本纪》颇有关联。① 恰巧的是，广汉功曹古朴所举三人皆
有编撰《蜀王本纪》，可惜他未就蜀地掌故进行作答。这也正是秦宓一定要为夏侯纂“陈其本纪”的
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郡守问士”这一问对仪式一般发生于正旦的郡廷“朝吏会”，但不局限于“朝吏
会”。更为重要的是，正旦时的“朝吏会”及其问对很有可能受到朝廷在元会(即正旦)时期聚集各
郡国上计吏并举行“皇帝问计”仪式的影响。因此，郡廷所举行的“朝吏会”与问对就应当纳入到上
计制度的行政体系中加以考虑。在问对的背后，颇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地士人如虞翻、朱育等
是如何了解一郡的地理、政区沿革与先贤士女等众多内容的?他们对地方知识熟稔于心，显然有相
关的文本可供参考，并非凭空想象、熟记硬背。那么，这一文本是什么呢?
从上述秦宓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文本是当地士人相继编纂的《蜀本纪》。西晋左思在
《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
獉獉
;鸟兽草木，则验之方
獉
志
獉
。”［13］可见文人作赋，涉及地方的山川城邑、鸟兽草木时，往往取材于地图、方志。与其相仿，
上引虞翻、朱育的问对、陆云的书信所参考的资料也有可能即是当地的地图与方志之类的文本。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朱育在问对以外正好又编纂了《会稽记》。《隋书·经籍志》著录朱育《会稽
土地记》一卷，［14］《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朱育《会稽记》四卷。［15］姚振宗极
为敏锐地意识到濮阳兴与朱育的问答对《会稽记》编纂所产生的影响。他在《三国艺文志》中说
道:“孙亮太平三年，育为郡门下书佐，对太守濮阳兴访本郡人物及吴会分郡始末，凡千数百言，
似即此书之缘起。隋志《土地记》一卷，《两唐志》似合人物土地为一书，故四卷。又以其书人物
为多，故入传记类。”［16］根据姚振宗的说法，朱育《会稽记》原为四卷，既有地理、郡县沿革，又包
括会稽的先贤人物。这也正是二人问对所涉及的内容。② 事实上在朱育编纂《会稽记》前，会稽郡
应已有类似会稽“郡记”稿本的存在，然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问对内容和朱育《会稽记》间的强烈关
联性。无独有偶，上述秦宓为夏侯纂“陈其本纪”，说明当时《蜀本纪》已有相关稿本存在。简言之，
王朗与虞翻的问对和濮阳兴与朱育的问对间存在着间接的相关，而濮阳兴与朱育的问对和朱育
《会稽记》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同样地，蜀地士人编纂的《蜀本纪》和夏侯纂与古朴、秦宓的问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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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参见《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正义》所
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标点本，第 49 页。徐中舒认为《蜀王本纪》(《蜀本纪》)的作者是刘蜀时期的谯周而非
扬雄，详请参阅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8-149 页。
现存《会稽土地记》佚文两则，参见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 87 页。而关于其他三卷的内容，则似乎被后世编纂的会稽先贤人物列传所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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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着一定的间接相关性。
有关夏侯纂与古朴、秦宓问对的记载并不全面，因而除了围绕《蜀本纪》的问答外，其问对想必
还涉及其他问题。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勾勒“郡守问士”的更多场景与问对内容①，但我们相
信“郡守问士”主要是当地士人与郡守的交锋，通过这一方式展示回答者的名士风采，同时矜夸郡
内物产与先贤士女。因而很容易理解问对内容为何不涉及户口、财赋等关乎国计民生等事项。进
一步说，虽然问对这一形式与“郡记”的产生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同时并非每次问对都会形成相
应的文本或者产生相关的“郡记”，但问对内容与“郡记”间强烈的关联促使我们进一步发问:若说
问对所涉及的内容与“郡记”皆来自更为原始的地方性资料，那么这些资料是什么?它们与“郡记”
之间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
显然，“郡守问士”这一仪式性的问对背后涉及到两个实质性的问题:一是外来的郡守如何了
解郡内各项事情并施行政务;二是郡府如何掌控地方物产、人才等资源进而上奏朝廷。前者有关地
方行政运作，而后者则是上计制度的编排需要。相应的是，“郡记”是配合地方长官的施政而产生
的，犹如“参考手册”，而上计制度的运行则形成了系列的上计文书(上计簿、计阶簿等)。那么，上
述的问题便直接转化为“郡记”与上计文书之间的关系。就郡县这一行政层级而言，“郡记”编纂的
资料来源很有可能即是这些系列的上计文书。下面将详细论述这一问题。
二、郡、县集簿与“郡记”的资料来源
如所周知，上计制度是依托于郡县行政体制之上进行逐层上计的行政考课系统。在这一体系
的运作中，县(道、侯国)向郡(国)的上计，形成县集簿;郡(国)上计于朝廷，编纂成郡集簿。集簿
应当就是计簿，又称“上计簿”。县(道、侯国)向所在郡(国)上计，《续汉书·百官五》谓“秋冬集
课，上计于所属郡国”。胡广注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
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17］无独有偶，尹湾汉墓木牍五正面记载了西汉东海郡下辖三个属
县上邑计的时间集中在九、十月，由县丞(县尉)负责。［18］合此两则材料可知，在每年的九、十月份，
各属县的县丞或县尉负责将集簿上计于所属郡国，这一环节便是所谓的“邑计”。另外，各属县丞
尉以下的掾史于正旦聚集于郡府，由郡守“课校其功”，这其实就是上文所提及的“朝吏会”。两者
合起来，便构成了完整的县级政区向郡府上计的图景。郡(国)上计于朝廷的程序，与上“邑计”类
似，此处不赘。
上引《续汉书·百官五》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上计文书，即县集簿。据胡广所说，其内容大致涵
括了户口垦田、钱谷入出与盗贼多少。恰巧的是，西汉墓葬中出土了郡、县“集簿”，使得我们对其
内容有进一步的认识。比如，湖南沅陵县虎溪山汉墓出土的西汉简牍“黄簿”，被认为是“沅陵侯国
计簿”。［19］其内容涵盖西汉沅陵侯国的行政建置、吏员人数、户口人民、田亩赋税、大型牲畜、经济
林木、兵甲船只和道路交通里程。另外，尹湾汉墓中出土了西汉东海郡的郡集簿，内容包括东海郡
的行政建置、吏员设置、户口垦田与钱谷出入。报告者认为这可能是东海郡上计所用集簿的底稿或
副本。［20］相较而言，县集簿与郡集簿所涵盖的内容大体一致。那么，郡集簿是否以县集簿为基础
进行编制的呢?已有学者在探讨郡县上计文书的编制过程中敏锐地指出县综合性集簿是在县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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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有史料并没有记载郡守就山川内容进行问对，但是却有皇帝询问地方人士山川的记载。刘澄之《梁州
记》载宋明帝与梁州范柏年的问对:“范柏年，汉中人，尝谒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贪泉。帝问柏年云:‘卿乡中有此水
名否?’柏年对曰:‘臣汉中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足以表名。’帝善其对。”见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
宇记》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兴元府南郑县“文川”条引刘澄之《梁州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6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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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集簿的基础上进行编制，而郡综合性集簿则是基于郡单项统计集簿而编制的。［21］如此看来，
郡单项统计集簿是依托于县单项统计集簿制作而成，而郡、县综合集簿则分别呈送到朝廷与郡署。
郡综合性集簿不直接以县综合性集簿为基础进行编制，应是出于对属县进行考核的用意。因此，各
郡郡府为配合上计考课而集合了属县甚至下到乡里系列的上计文书，包括那些进行单项、专门统计
的文书。［22］相关统计文书名目、种类繁多，此不赘述。那么，郡县集簿除了登载那些关乎国计民生、
行政考课的资料外，是否还包括别的内容呢?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史料表明汉代上计簿中可能还出现了山川的名目。东晋范汪《荆州记》
云:“故老相承云，胡伯始以本县境无山，［以］此山上计阶簿。”［23］“计阶簿”即集簿、上计簿。“本
县”当指东汉华容县。胡广当时应是南郡郡吏或孝廉。［24］若故老相承之语尚可信靠的话，那么东
汉时期的上计簿中即已出现山川的内容。进一步而言，阳岐山本不属于华容县，而胡广又为何将其
条列在南郡华容县的上计簿中(开列在华容县下)呢?梁萧世诚《荆南地记》(《荆南记》)的说法就
更值得玩味:“石首县阳岐山，山无所出，不足可书，本属南平界。”［25］石首县置于西晋，属南郡。揣
测其义，阳岐山本属南平郡，后划归南郡石首县。《荆南地记》的这则材料很有可能依据当时的上
计簿而写，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簿书的表达方式。由此两则史料说明，对于辖境无山丘的县邑
来说，上计簿中一定要条列山名应当是朝廷对上计内容的强制性规定。《宋书》记载汉制所谓“条
列郡内众事”①，应当是上计内容的每一条目必须做出相应的记载。这也是华容或石首县虽地处平
原地区，没有山名可供胪列，但也必须借临郡的丘陵凑数，或者干脆将某一丘陵划归其管辖。北魏
阚骃《十三州土地志》的一条佚文则有更为直接的规定:“计偕次第岁入贡于天子，(国簿代)郡国封
瑞、山川草木、万物有无，不得隐饰。先君荣主应问，无有疑滞也。”［26］此则佚文当有缺漏，但大意是
在强调上计簿(计偕簿、计阶簿)要全面条列郡国封瑞(封禅祥瑞之事)、山川草木与万物有无，不得
隐饰，较明确规定了上计文书的记载内容。此条材料应是阚骃转引自北魏或更早时期的诏书，也正
反映出汉晋时期上计文书内容所发生的变化。与东海郡郡集簿、沅陵侯国上计簿相比，湖南郴州西
晋上计简牍中有关桂阳郡山川、土产的记载，已经显现出上计簿中这些内容似乎日渐增益，并成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变化应主要从上计制度本身的演变以及朝廷对地方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加以
把握。
既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山川的名目在汉代已经纳入到上计簿中，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怀疑上述的
郡县集簿内容只是上计文书的一部分。换言之，在《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与《东
海郡属吏设置簿》等类型文书之外，应还有其他相关的上计簿书。比如《会稽贡举簿》。《吴书·妃
嫔传》“孙破虏吴夫人”下裴注引虞喜《志林》曰:“按《会稽贡举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无举
者，云府君遭忧，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贡举，斯甚分明。”［27］由此可见，《会稽贡
举簿》登载的应是会稽郡郡守每年向朝廷举荐的孝廉、秀才等人士的名籍。虞喜为东晋人士，所见
东汉《会稽贡举簿》应保存于当时的会稽郡署。此外，各郡每年举荐的孝廉是随上计吏一起进京
的。如扬雄《方言》附录“扬雄答刘歆书”有“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之说。［28］《古文苑·扬
雄答刘歆书》章樵注曰:“四方所举孝廉与上计者偕(借)，及诸郡兵士来卫京师。”［29］如此一来，可
试做联想，《会稽贡举簿》应是随其他上计文书一起呈送至朝廷。只不过虞喜所见的《贡举簿》很有
可能是在原先“贡举名籍”之类的基础上按年汇编而成。
另外又如《河南十二县境簿》(《河南郡县境界簿》)。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认为:“《晋书·
地理志》河南郡统县十二。曰《十二县境簿》，当是晋时所纂。”［30］从现存佚文来看，它记载了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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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书》卷四〇《百官下》云:“汉制:岁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阶簿。至今行之。”北京:中
华书局，1974 年标点本，第 1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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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郡县山川、城邑与祠庙等内容，［31］记述较为朴素，与当时地记充满形象化的描述风格颇为不
同。可想而知，此种境界簿应是河南郡为了明晰郡县界限而记载山川、城邑与祠庙等名目的原始档
案文书。它虽然出自晋代，但《汉书·匡衡传》提供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暗示早在汉代就已有这
样的做法:“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陌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
陌为平陵陌。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陌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
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32］临淮郡在勘定和匡衡乐安国间的界限后，须将这一变化登载于上计
簿中。这也表明行政区划边界的改变和重新厘定这一名目，也属于汉晋上计簿的内容。
综而言之，在县级政区向郡(国)的上计和郡(国)上计于朝廷中，分别形成了县集簿和郡集簿。
两者内容除了关乎国计民生、行政区划沿革等重要名目外，还涵盖诸如山川地理、土产、贡举人名和
疆域界限等。这一内容丰赡的郡县统计文书，与“郡记”间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业已引起学者的
关注。典型的例证是汉《巴郡图经》的一则佚文和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集簿”登载内容的相似
性，学者已有所讨论。另外的例子是曹魏杨元凤《桂阳记》和郴州上计简文的密切关联。《梁书·
刘杳传》记刘杳与任昉对谈:
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云:“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
也。”昉大惊曰:“吾自当遗忘，实不忆此。”杳云:“出杨元凤所撰《置郡事》。元凤是魏代
人，此书仍载其《赋》，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时即检杨《记》，言皆不差。［33］
据此可知，任昉查核的杨《记》，即刘杳提到的《置郡事》，而杨《记》必《桂阳记》无疑。姚振宗说此《桂
阳记》当为任昉所集的八十四家《地记》之一，［34］所言甚是。杨元凤其人无考，想必担任过桂阳太守，
并编著《桂阳记》，但此书已基本亡佚。揣测其内容，大体与“置郡事”有关。① 而刘杳提及的程乡千里
酒的记载与杨元凤的《赋》即出自此书。所谓“三重五品，商溪摖里”，说的当是程乡千里酒的品质与
产地。即，千里酒出自程乡摖里商溪岸边。恰巧的是，郴州上计简中有一枚简与此相关:
1-22 县东界去县卌里，从界到郴县呈乡 /酒官卅里 /［35］
在桂阳郡属县中，南平县或临武县符合这一表述。但简 1-9 谓“县东界去县八十里，到临武县五十
里”。此“县”必是南平县无疑。因此，简 1-22 中的“县”就是临武县了。简文记载临武县东界距郴
县呈乡(程乡)酒官三十里，呈乡应当位于郴县的西南方向。政府在此设置酒官，恰恰印证了杨元
凤《桂阳记》中的描述不虚。② 只不过简文没有正面记载，而《桂阳记》则对千里酒做出非常形象的
描述。此则例子在表明上计簿书和“郡记”间强烈关系的同时，也显示出二者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各自内容的叙述方式与侧重点，而且也来自其拥有不同的行政功用。
由上可知，出于对地方长官进行政绩考核的目的，上计文书重点著录户口、田亩与赋税等有关国计
民生方面的行政资料。即使郴州上计简文中记载地理等相关内容，若与同一时期的州郡地记相比，
也有显著的差别:
2-198 和溪，原出县和山 2-200 桐梁溪，原出县翁原山
2-224 逋溪，原出县阳山 2-225 浦溪，原出县阳山［36］
经考证，这几枚简文最有可能属于桂阳郡临武或南平县下所开列的溪流及发源地。记载非常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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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问题是杨元凤是何时出任桂阳郡太守的?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南征刘表;八月，刘表卒，子刘琮举荆
州降于曹操。建安十四年(209)后，荆州三分，曹操退保江北，刘备据荆南四郡，曹操所署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
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于刘备。稍微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桂阳郡为曹氏所控制只有可能在建安十三
年八月至十四年之间。那么，杨元凤很有可能是桂阳太守赵范的前任，是曹操南征刘表后在荆南重新署置桂阳郡的
首任太守。
关于程乡千里酒，《文选·七命》“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下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亦有记载，其内容
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就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沽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三五，第 660 页上栏)“乌程乡”即“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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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半点文字修饰。而东晋罗含《湘中记》中有关山水的记载则大不相同。试举两例:
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
五美水，在长沙县东二十五里。光武时有五美女居于此溪之侧，后因为名。［37］
对山川的得名、景观及传说如此记载，屡见于六朝地记。通过对比可知，上计简文和“郡记”间有着
鲜明的叙述风格的差异。事实上，简文简朴的文字记载和上计簿作为政绩考核的文书性质是相符
的。无论如何，以上梳理表明，郡、县集簿和“郡记”间有关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进一步显示“郡记”
的相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然而，与郡县集簿作为年度统计文书不
同，“郡记”虽然包含与郡县集簿相似的内容，但又存在着郡县集簿所不能涵盖的名目，比如山川得
名、地方人物和传说等，同时又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描述风格。关键是“郡记”拥有自身的行政功用。
上任之初，外来的郡守迫切需要了解郡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的来龙去脉、行政区划沿
革和一郡户口等具体情况。这使得“郡记”看起来是郡守治理地方的行政“手册”。从东汉永兴二
年(154)巴郡太守但望的分郡奏疏中引用《巴郡图经》来看，当时地方政务的运行是以《图经》作为
参考依据的。［38］“图经”即是对地图的文字说明，为六朝“郡记”的渊源之一。这也说明“郡记”在
地方行政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望在分郡奏疏并非引用更为原始的“郡集簿”之类的上计文书，透
露出在具体的政务处理中，描述更为直观、形象的“图经”(“郡记”)比上计文书更为实用。重要的
是，两者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而“郡记”是出于郡级行政政区
的有效运作和对县级政区的控制角度编纂的。因此，“郡记”的编纂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如所周知，郡、县层级是秦汉六朝时期稳定的实体行政区划。郡长官郡守统治一郡众事，而以
理民为要务。为了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郡守不仅要招揽当地士人、任命佐吏，而且迫切需要了解
一郡具体情况。正是如此，郡守或与当地士人进行问对、或参考已有的“郡记”(稿本)、或着手进行
“郡记”编纂。① 在编者可考的六朝地记中，以郡守名义或由郡守组织佐吏修纂的“郡记”不在少
数。如宜都太守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宜都记》)、陶燮《闽中记》、［39］萧幾《新安记》②、吴兴太守
张玄之《吴兴山墟名》、临川内史荀伯子《临川记》、孔灵符《会稽记》和顾宪之《衡阳郡记》等。值得
一提的是，从《梁书·萧幾传》的表述来看，爱慕当地山水之美似乎是一些郡守编纂“郡记”的初衷。
不可否认的是，至两晋南朝时期，“郡记”中有关山川的内容逐渐增多，和郡守在当地的山水之游不
无关系。部分“郡记”甚至以“山川”“山墟”作为其名称。即使如此，在现存《吴兴山墟名》《宜都山
川记》的佚文中，依旧能够举出与“山川”无关的条文。如:“长兴县有上箬、下箬里”;［40］“秭归，盖
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父老传言，(屈)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
喜悦，因名曰归乡”。［41］可以肯定，在最初的《吴兴山墟名》或者《宜都山川记》中，一定还有不少内
容与“山川”名目无关。
“郡记”不仅是配合一郡的行政运作，而且是对一郡下辖县级政区山川、土产和人才等资源的
了解和掌控。上一节引用梁代萧世诚《荆南地记》提到:“石首县阳岐山，山无所出，不足可书，本属
南平界。”反过来说，地记中著录、登载的首先是那些“山有所出”或者土产丰赡的山、川。不仅“山
川”如此，“物产”名目的登载也是。刘宋邓德明《南康记》云:“雩都县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彩
色，余县所出无，一节数十碎。郡以献御。”［42］由此说明了解郡县物产并提供献御是当地物产被编
入“郡记”的重要理由之一。这也恰可解释为何“郡记”中不厌其烦地登载山林树木、土产异物了。
换言之，控制属县的各种资源是“郡记”编纂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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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最后一方面的例证不多，仍以杨元凤编纂《桂阳记》为例。据上述考证，在建安十三年八月至十四年
之间，杨元凤很有可能是曹操南征刘表后在荆南重新署置桂阳郡的首任太守。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中，杨元凤
便着手编纂《桂阳记》。
《梁书》卷四一《萧幾传》曰:“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适性游履，遂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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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绎现存“郡记”佚文，我们发现“郡记”的编排是以属县为基本单位而非各类名目。也就是
说，在开列一郡基本情况(地理位置、政区沿革、田赋户口)后，紧接着是以各属县为单位进行编排，
在每一县下再开列各类名目。存世《华阳国志》郡县部分即是按照某郡序文、各县具体情况的顺序
进行编排。这一编排原则暗示郡级政区控制郡内资源是以县级政区为基本行政空间展开的。这也
意味着“郡记”很有可能以各县的“县记”为基础进行编纂。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是，在汉魏六朝时
期，是否存在“县记”的编纂呢?
现存汉魏六朝时期“县记”的种类极少，确切的只有《九江寿春记》《娄地记》《永世记》《吴县
记》《钱塘记》《寿阳记》《吴郡缘海四县记》《国山记》和《江乘记》(《江乘地记》)等数种。受到史料
缺乏的制约，“县记”和所在的“郡记”间的具体关系，已不能详究。然而山谦之《丹阳记》的一则佚
文值得引起注意。其曰:“《永世记》云:县南百余里铁岘山，广轮二百许里。山出铁，杨州今鼓铸
之。”［43］显然，《丹阳记》在编纂过程中参考了《永世记》。与一般的“郡记”佚文不同，此条佚文比
较特殊，在“郡记”中直接引用“县记”。虽然已经无法对“郡记”和其参考、引用的“县记”进行全面
的文本比勘，但由此则佚文可做进一步揣测，“郡记”的编纂很有可能直接参考了下辖各县的“县
记”，辅以郡县系列的上计文书。“郡记”“县记”内容的承继关系是和郡、县行政层级相符合的。这
可以说是郡级政区进行行政控制的缩影。
三、结语与附说
上计制度、郡县体系的运作带来诸多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汉魏六朝“郡记”的编纂。“郡守问
士”虽然是上计制度、郡县体系运转的仪式性呈现，但这一环节暗示着问对内容和“郡记”编纂之间
的强烈关联。通过以上考述可知，因上计制度而形成的郡县上计文书不仅包含着国家财政、社会经
济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内容，而且还涵盖山川地理、土产、贡举人名和疆域界限等名目。这和“郡记”
内容间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因此，“郡记”的资料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
然而“郡记”属于郡县行政体系运转的产物。它的编纂最直接地受到郡府行政和郡县行政层级的
影响。正是在其基础上，形成了“郡记”“县记”的文本系统。这些文本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官宦
者山水之游的情致之作，而是出于行政管理、资源控制的目的而着手编纂的。
事实上，地方知识、“郡记”文本的生产除了行政制度作为持续的助推力之外，还有赖于当地士
人。《两汉纪·后汉纪》“孝桓皇帝纪上卷”永兴元年(153)十一月:“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
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乃使户曹史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44］“户曹史”疑为
陈留士人圈称。［45］《耆旧传》乃户曹史采撷“旧闻”而成，可见郡县掾史在地方志书编纂中的重要作
用。类似的例子是会稽士人虞翻、朱育和孔灵符等人和《会稽记》编纂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是会
稽郡的世家大族，同时兼有郡府掾史甚至郡守长官的职务，对于当地山川地理、先贤人物等地方知
识颇为熟稔。当地世家大族在“郡记”编纂中所发挥的重要角色，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①
不仅如此，因上计制度长期而连续的施行，地方州郡形成了一种矜夸乡土文化的认同意识。这
一情怀又往往随着私人编纂地记的兴起而贯穿其中，从而变得更为浓厚。这一类型的地记以《越
绝书》《华阳国志》最为典型。其编纂初衷与目的并非是作为官方行政运作的“参考手册”，而是著
述立说。即常璩所谓“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46］官方与私人编纂的地记，
本质差异正在于此。这也为日后深入研究六朝地记带来一个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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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已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详请参阅靑山定雄:《六朝時代に於ける地方誌編纂の沿革》，《池内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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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County Ｒecords”during the Han and the Six Dynasties
———From the Talks between the Prefect and the Scholars
LIN Chang-zh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The“County Ｒecords”were the official records during the Han and the Six Dynasties． The ritual content of
the talks between the Prefect and the Scholar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County Ｒecords”，indicating that the“County Ｒe-
cords”were more like the administrative manual of the local governor． Not only that，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Shang － ji
instruments and the“County Ｒecords”show that the relevant record of the“County Ｒecords”was based on the series of in-
struments prepared by the county as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instruments and the“County Ｒecords”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s． The Shang － ji instrumentswere the product of the system，but the“County
Ｒecords”were adapted to the local county level of the operation． The point wasthe Prefectu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unty
through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government．
Keywords:the Han and the Six Dynasties，county records，talks between the Prefect and the Scholars，Shang-ji in-
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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